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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诗歌在明代的定型

———以明编先唐诗歌总集为枢纽的考察

魏 珞 宁

　 　 内容摘要:明人大规模汇纂诗歌总集的活动使部分先唐诗歌的面貌

得以定型,体现为文本信息确定、篇章补全、篇章纂合与全篇始见四种情

况。 文本信息的定型指题目、体裁与作者的确定,如张衡《定情歌》等。
篇章补全的定型指某首诗歌的部分句段见载于前代文献,完整篇章却始

见于明代,如蔡邕《翠鸟》等。 篇章纂合的定型指见于前代文献的句段最

早在明代被纂为一篇,如《古歌》等。 全篇始见的定型如《王子思归歌》
等。 总集以外文献的编纂也有类似作用。 明编总集的钩沉补遗及其编纂

体例是造成定型的原因,总集间的文献递承又扩大了这种定型作用的影

响。 梳理先唐诗歌在明代的定型,能深入认识明代诗学文献,并反思相关

诗史、诗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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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明人编纂刊印先唐诗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近年来学界对此愈

加关注①。 在文学层面,明代文学复古思潮以及中古诗歌接受研究成绩

突出②。 在文献层面,明代编刊先唐别集本身是诸集版本源流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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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晔:《明代: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2
期,第 157—178 页。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 年。 陈斌:《明代中古诗歌接

受与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 吴冠文:《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

代中期的兴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第 51—59 页。



分,前人论之甚夥;对明人编选先唐诗歌总集更有结合书籍史视角的探

究①。 这些论述多持明代文学的立场,主要研究先唐诗歌汇纂对明代文

学的影响,较少关注明人的纂集刊印如何塑造先唐诗歌的今貌。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为先唐诗歌研究的关键文献,受到

明人纂集刊印总集的深刻影响。 前贤已指出此点,并通过比勘传世文献

与使用近年新出文献,纠正明人辑校时产生的舛误,补遗前人未见的诗

歌②。 本文拟在前贤基础上进一步追溯明编总集中先唐诗歌的文本来

源,揭示部分先唐诗歌实际定型于明代的事实。
一首先唐诗歌的今日通行面貌在现存文献条件下首次出现,可称这

首诗歌发生定型③。 先唐诗歌的定型可上溯至齐梁至初唐期间别集、总
集、类书的编纂,代表文献是《文选》 《玉台新咏》 《艺文类聚》和六朝所编

旧集。 它们最早大规模汇纂并确定先唐诗歌的今貌,影响深远,可称先唐

诗歌的第一期定型。 第一期定型的时代接近先唐诗歌的写定年代,往往

由官方主持编纂,修纂条件优越,使用文献更可靠。 但从诗歌产生到第一

期定型之间,诗歌文本已在流传中有所变化④。 第一期定型并未在齐梁

至初唐时期全部完成,今存先唐诗歌有部分始见于初唐至南宋初编纂的

文献,如《初学记》 《文苑英华》 《乐府诗集》等类书与总集。 这些文献可

视为第一期定型的余波,编修时仍能利用官方资源⑤,也能使用今人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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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 陈婧:
《明代“古诗”总集的编纂、出版、接受———从宏观角度的考察》,蔡宗齐主编:《岭南

学报》复刊第六辑《明清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05—133 页。
刘跃进:《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撰方面的一些问题》,《结网漫录·中国古

代经典文学作品探幽》,学苑出版社,1996 年,第 224—240 页。 陈尚君:《〈先秦汉

魏晋南北朝诗〉再检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校订释例》,《汉唐文学与文献论

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5—51、52—61 页。

 

一首诗歌的文本很难在所有文献中完全确定为同一形态,因此定型并非终结性事

件,更接近一种通行文本获得广泛认可的过程。 在这种意义上,研究通行文本的首

次出现是较可能且有必要的。
陈君:《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流动与变异》,《文学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179—187
页。
《初学记》《文苑英华》等官方类书的编纂与前述《艺文类聚》相似,郭茂倩也有广泛

利用公私藏书的条件(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年,
第 68—72 页)。



见的佚书。 此后如《古文苑》已无官方力量参与,尽管它仍有今佚的材料来

源①,但前人颇质疑其文本可靠性。 时至南宋,《古今岁时杂咏》和载于《吟
窗杂录》的《梁词人丽句》也汇集先唐诗歌。 它们是南宋印刷业兴起的大背

景下,基于民间文化需要编成的商业读物,无法利用相对可靠的官方书籍、
人力资源,文献价值已难比拟第一期文献②,可视为第二期定型的先声。

第二期定型主要发生于明代编刻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文献,其
主要材料来源为第一期文献,不再如第一期文献那样由官方主持修纂或

利用官方书籍资源。 此期定型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相当数量已无更早来

源的先唐诗歌,尤其集中于明代编纂的大量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文献

的汇集作用相对稍弱。 以冯惟讷《诗纪》为代表的影响甚深的明编总集,
汇合保存许多不同来源的定型文本,在钩沉与编纂两个方面使许多先唐

诗歌得以定型,下文将着力揭示此点。
明人编刻先唐诗歌总集首先以《文选》《玉台新咏》等前代经典总集的

广续补遗之作为主,这些总集曾利用相当数量载有先唐诗歌的今佚文献,
实际成为先唐诗歌在明代定型的原点。 在此之后是嘉靖晚期开始增多的

新编通代古诗总集,它们的补遗作用不如广续总集,其定型意义主要体现

在编纂而非钩沉。 整体来看,第二期定型主要分为四种形式:文本信息的

定型;篇章补全的定型,即前代文献出现部分句段但全篇始见于明代;篇章

纂合的定型,即句段都见于前代文献但纂合于明代;全篇始见于明代的定型。

一、文本信息的定型

明代广续前代总集首先使先唐诗歌的文本信息定型,包括题目、体裁

与作者等内容的确定。
确定题目的例子,如张衡《叹》诗原载《艺文类聚》,题作“张衡《定情

赋》曰”③,可见本为赋作片段,逯钦立案曰“此《定情赋》中之叹也”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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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鹃:《〈古文苑〉辑录诗文来源考》,《文史哲》2012 年第 4 期,第 139—148 页。
包菊香:《〈古今岁时杂咏〉版本及其文献价值(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

心集刊》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1—96 页。 张晓红:《〈古今岁时杂咏〉
的文献价值与不足》,《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80—85
页。 张伯伟:《论〈吟窗杂录〉》,《中国文化》1995 年第 2 期,第 165—174 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31 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78 页。



甚确。 但《广文选》将之列入“杂歌”,题为张衡《定情歌》①,在增补《文

选》的类目中收录此诗。 其后《古乐苑》 沿用《定情歌》 一题,并将繁钦

《定情诗》附后②,构成一组杂曲歌辞的谱系。 《古乐苑》目录中此诗题下

有小字注“补”,可知梅鼎祚意在为《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所载繁钦诗作补

足起源之古辞,取《文选》广续总集的文本嵌入《乐府诗集》固有的古题乐

府系统,通过六朝诗歌定型的第一期文献与广续总集的互动实现赋体向

诗体的转变和定型。 《广文选》做出的这种改变未必全因刘节师心自用,
其卷九、卷十分别收录成公绥《游仙诗》和《行诗》③,二诗最早在《艺文类

聚》中题作《仙诗》与《诗》④。 这一改动被《诗纪》继承,《行诗》下还有小

字注“一云途中作”⑤,应出自《古诗类苑》⑥。 由于《古诗类苑》 并未像

《诗纪》一样列出引用书目,张之象的文献来源就难以查考,只能据此判

断明人仍能见到部分今不可见的资料,其中的记载与早期类书等文献有

所不同⑦。
确定体裁的例子,如《石鼓诗》原载《古文苑》卷一石刻文中,与《诅楚

文》《绎山刻石文》并列,并未被视为诗体,直至杨慎旨在补缀《诗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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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编:《广文选》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97 册,齐鲁书社,1997 年,
第 695 页。

 

梅鼎祚辑:《古乐苑》卷三二,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吕胤昌刻本(索书号:18376),叶
十二至十三。

 

刘节编:《广文选》卷九、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97 册,第 631、649 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七八、卷二七,第 1333、485 页。 甚至直到《选诗

外编》仍以《仙诗》为题收录《游仙诗》,见杨慎编:《选诗外编》卷一,美国国会图书

馆藏万历重修卜大有嘉靖校刻本(索书号:2012402541),叶三十六。

 

冯惟讷辑:《诗纪》卷二一,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甄敬刻本(索书

号:07860),叶十二。

 

张之象编,[日]中岛敏夫整理:《古诗类苑》卷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48 页。

 

对此冯舒已有“不知所谓《行诗》 《途中作》者何出”的困惑(冯舒:《诗纪匡谬》,陈
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317 页。
尽管《诗纪》引用书籍今天基本仍存,但它与《古诗类苑》的交错编纂关系使其中记

载的许多诗歌难以确考定型路径(雷之波:《〈古诗纪〉编纂背景一探———与〈古诗

类苑〉的关系》,《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第 21 卷第 3 期,第 213—233 页。 杨彦妮:
《〈唐诗类苑〉成书考》,《文史》2020 年第 4 辑,第 211—234 页)。



集《风雅逸篇》谓其“于诗体属《小雅》”“当云石鼓诗”①,并在之后由《诗

纪》继承此说,才被广泛视为诗歌。 这应受到钟嵘《诗品》界定诗体源流

的影响,因此是秉持特定诗学立场来续补经典文献的结果。 此外,通代诗

歌总集的编纂务求全备,会从现存文献中钩辑篇章,导致部分作品的诗体

性质被重新判定。 如江总《芳树》 最早在《艺文类聚》 记作《南越木槿

赋》,至宋代《全芳备祖》犹记作“江总赋”,《六朝诗汇》始将部分七言截

出作为诗体并定名《芳树》②,沿用乐府旧题。 这与前述《定情歌》类似,
或有补乐府的因素。 此后《诗纪》承袭,作为江总诗歌的《芳树》至此定

型,《采菽堂古诗选》即以此题收录。 又如桓驎《答客诗》,最早由《艺文类

聚》记载出自《文士传》③,此后《太平御览》《类要》等类书沿袭,但都记录

在事类而非诗赋部分。 尽管这段记载中“客乃为诗曰” “驎即应声答曰”
都提示这些四言韵语当属诗体,但最早在《诗纪》才被作为诗歌辑出④,此
后被《汉诗音注》等断代诗选收录,可知其诗体的性质确定于明代务求全

备的总集中。 以上例证都极具代表性地反映明代广续前代总集对先唐诗

歌的定型作用,这种定型在其后由新编的通代总集继承,并被以此为材料

来源的各类诗集等文献沿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确定作者的例子中,杨慎补缀《文选》的《选诗外编》和《选诗拾遗》是

这一条定型路径的重要文献。 最早被《选诗外编》归为古诗的《步出城东

门》一诗,前四句实为揭傒斯诗,后四句为《宋书·乐志》载《淮南王篇》,已
有学者指出⑤。 《选诗拾遗》载湛方生《曲池歌》一诗,最早见于《太平御

览》,题为傅玄歌。 尽管《太平御览》在《诗纪》引用书目中,但冯惟讷未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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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风雅逸篇》卷七,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 5 册,天地出版

社,2002 年,第 165、169 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八九,第 1544 页。 陈景沂编,程杰、王三毛点

校:《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35 页。 张谦辑:《六朝

诗汇》卷九二,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金城陆师道刻本(索书号:
09206),叶二至三。 这篇赋作末尾有四句歌:“啼妆梁冀妇,红妆荡子家。 若持花并

笑,宜笑不胜花。”可辑为江总诗,《诗纪》载为《南越木槿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收《芳树》而反失此首。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三一,第 544—545 页。

 

冯惟讷辑:《诗纪》卷三,叶九至十。

 

鲍功瀚:《古诗〈步出城东门〉辨伪———兼论其流变与影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第十

三届研究生论文报告会。



正此诗归属,而是列为“失名”,小字题注“《拾遗》在湛方生后,《诗品》作湛

诗,非也”①,实则《诗品》并无湛方生诗。 各本具体文字异同如表 1 所示:
表 1　 《太平御览》《选诗拾遗》《诗纪》所载《曲池歌》比勘

《太平御览》 《选诗拾遗》 《诗纪》

傅玄歌曰: 　 　 　 　 　 　

曲池何澹澹,芙蓉敞清源。

荣华盛壮时,见者谁不叹。

一朝光采落,故人不回颜。②

(湛方生)曲池歌　 　 　 　

曲池何澹荡,芙蓉敞清源。

荣华盛壮时,见者谁不欢。

一朝光采落,见者不回颜。③

失名　 曲池歌　 　 　 　 　

曲池何淡澹,芙蓉蔽清源。

荣华盛壮时,见者谁不欢。

一朝光采落,见者不回颜。④

从“见者”涉上而误的情况来看,《诗纪》当承袭自《选诗拾遗》,文字有所

勘正,结合其引用书目,应未据《太平御览》。 《古乐苑》延续文本和题注

的讹误,并附谢朓《曲池水》于后⑤,认为二者是同题乐府。 又如《选诗拾

遗》所载题为丁六娘的《十索》六首,在《乐府诗集》中前四首固然归为丁

六娘,但后二首作无名氏。 《诗纪》收录时虽然在题注中说明了这一归属

歧异,即“《乐府》作无名氏,《选诗拾遗》并作丁六娘”⑥。 但此后《古乐

苑》《八代诗选》都承袭《选诗拾遗》记载,即便认为“非是”的逯钦立,也
仍将其系于丁六娘名下。

部分作者信息定型于明代的先唐诗歌还具备一个特点,即它们作者身

份的群体性色彩突出,包括常被传唱改写的乐府诗、辗转于不同文献记载

中的僧侣与女性诗作。 明编总集间相互递承沿袭的纂集操作让可资考证

的个体信息难以辨清。 如《邯郸歌》在《乐府诗集》为梁武帝诗,最早被《六
朝诗汇》列为晋诗,《诗纪》继承。 释慧轮《悼叹诗》最早见于《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传》,当为义净诗,《全唐诗》收入时题为《西域寺》⑦。 《诗纪》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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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惟讷辑:《诗纪》卷三六,叶十三。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九九,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420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历重修卜大有嘉靖校刻本(索书

号:2012402541),叶二十五。

 

冯惟讷辑:《诗纪》卷三六,叶十三至十四。

 

梅鼎祚辑:《古乐苑》卷三五,叶二十至二十一。

 

冯惟讷辑:《诗纪》卷一二八,叶八。

 

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14
页。 彭定求等校点:《全唐诗》卷八〇八,中华书局,1960 年,第 9120 页。 唐代前后有

一批僧诗在后代记载中混讹(陈尚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再检讨》,《汉唐文学

与文献论考》,第 37—38 页),本文仅举一例。



释慧轮,并小字题注“新罗人”①。 沈满愿(沈氏)《彩毫怨》在宋代《吟窗杂

录》和《唐诗纪事》均作上官昭容诗,明代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陆时雍

《诗镜》从之,至杨慎《五言律祖》后集卷三归为沈满愿②,此后田艺蘅《诗

女史》、谢榛《四溟诗话》皆从杨慎说③,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张玉

谷《古诗赏析》均谓“见《五言律祖》”④,可见杨慎的这一无根结论影响遂

广。 以上诸诗都被《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接受,其定型均可溯至明人。

二、补全篇章的定型

前文已提及部分先唐诗歌的文本信息(包括题目、体裁、作者等)是

由杨慎《选诗外编》 《选诗补遗》到冯惟讷《诗纪》 这一文献链条所塑造

的,此外还有直接作用于诗歌文本的定型。 这类定型首先包括篇章的补

全,即部分先唐诗歌的一些句段曾见于前代文献,但部分句段却无更早来

源,完整篇章始见于明代。
代表案例如蔡邕《翠鸟》:“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 翠鸟时来集,

振翼修容形。 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 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 驯心

托君素,雌雄保百龄。”最早有《艺文类聚》载录前三韵,至《选诗外编》始

见末二韵⑤,此前并无文献记载。 早期文献所见三韵纯是体物句段,末二

韵揭橥“依托之得人”⑥的题旨,二韵之有无与全诗解读方向关系紧密,更
直接关乎此诗作为建安以前少见的文人诗能否拥有深入阐释的空间。 另

有曹丕《于玄武陂作》末韵“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孙绰《秋日》末二

韵“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陆冲《杂诗》末

韵“羁旅淹留久,怅望愁我心”不见于前代文献而始见于《选诗外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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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惟讷辑:《诗纪》卷一二八,叶六。
杨慎:《五言律祖》后集卷三,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 5 册,第 632
页。

 

田艺蘅:《诗女史》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21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
724 页。 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曰:“杨升庵所选《五言律祖》六卷,独此一篇平妥匀

净,颇异六朝气格。”(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210 页)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927
页。 张玉谷著,许逸民点校:《古诗赏析》卷二十,中华书局,2017 年,第 514 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二,第 1609 页。 杨慎:《选诗外编》卷一,叶九。

 

张玉谷著,许逸民点校:《古诗赏析》卷六,第 149 页。

 

杨慎编:《选诗外编》卷一,叶十二至十三、叶三十八、叶三十八至三十九。



然后为《广文选》继承,可见《选诗外编》的增补对广续类总集的影响。 正

因如此,《诗纪》等文献载录的皆为这些诗歌被增补后的面貌。
另有最早见于《颜氏家训》征引的王籍《入若耶溪》,在全篇始见于

《选诗外编》之前,只有极负盛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联流传。
全篇此后相继被《六朝诗汇》以及《诗纪》 《古诗类苑》等总集存录,成为

齐梁山水诗的代表。 类似的例子还有《选诗外编》收录的萧悫《秋思》①

(《秋思》还被郑玄抚本《玉台新咏》收入②),在上述《六朝诗汇》 到《诗

纪》《古诗类苑》这条文献递承链条中经历更多波折。 二诗秀句久为人称

道,但全篇出现却与秀句的最早记载存在很大时间差,而且杨慎辑录古诗

多有未必可信的先例③,因此不能轻易信从。 整体来看,这部分古诗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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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最早反思王籍、萧悫二诗文献来源的是,高秋实:《重构与还原———庾信集、徐陵集、
〈玉台新咏〉丛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才智指导),2021 年,第
36—37 页。

 

今存卜大有校刻本《选诗外编》的年代虽未必早于郑玄抚刻《玉台新咏》,但从相关

文献记载来看,嘉靖九年(1530)《选诗外编》与《选诗拾遗》就应成书并有一定流传

(王文才:《杨慎学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89—90、236 页)。 现存《玉台

新咏》主要分为陈玉父本和郑玄抚本两个版本系统,二者的作者署名与编次颇为不

同。 一般认为前者更近徐陵原貌,后者则是明代通行本,比前者多收百余首诗,并
后附《续玉台新咏》五卷,相关讨论参见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61、103—107 页;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

和编者问题》《〈玉台新咏〉版本补考》,谈蓓芳、吴冠文、章培恒:《玉台新咏新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66—97、98—120 页;傅刚:《〈玉台新咏〉及其编纂研

究》,《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466—485 页;傅刚:
《〈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91—205 页。

 

如杨慎《五言律祖》后集卷一收录任昉《秋行应诏》是五言八句诗,首二句“洞房临

曲沼,广殿加修篁”在《艺文类聚》卷八九中是四个三言句“静思堂,连洞房。 临曲

沼,夹修篁”,题为《静思堂秋竹应诏》 (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 5
册,第 591 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八九,第 1554 页)。 类似还如丘

巨源《咏七宝扇》和萧绎《登城观战》。 丘巨源同题诗本存于《玉台新咏》,《五言律

祖》载录一首与《玉台新咏》所存仅一句相同的版本,《诗纪》二者并载,冯舒《诗纪

匡谬》斥为“《五言律祖》妄造首尾” (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
第 4323 页),这与他力诋杨慎的立场有关。 这种文本歧异通常认为是杨慎臆改,实
则未必,如萧绎《登城观战》不见载《诗纪》,陈尚君指出其源自《五代新说》 (陈尚

君:《〈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第 148—150 页),足证

杨慎辑存古诗并非毫无文献来源。



能源自杨慎目见的前代文献,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作为古诗的可靠性有

所提高。 对此可举一例,《升庵诗话》引用“河洲多沙尘,风吹黄云起”为

江淹诗,前人或断为杨慎误认①,因为《文选》收录的谢灵运《拟魏太子邺

中集八首·阮瑀》起句“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②与此基本一致。 但

细审杨慎的表述,连引《春秋运斗枢》 《感精符》 《淮南子》与江淹、李白诗

后,自陈其意旨在于“补《文选》注之未备”③。 《文选》注“黄云”就在谢

灵运这首拟诗中,可知杨慎博征诗例的所谓“补注”是对此而发。 倘若杨

慎误记作者,就变成他将所注正文写入注释,似不合情理④。 更可能是他

确曾见到有文献将此句题为江淹所作,因此列为在谢灵运之后与李白同

用“黄云”语典的例子。 但这二句与谢灵运诗太过相似,即使有所来源也

未必可信,不视其为江淹之作才更合理。
 

《选诗拾遗》也有类似诗作,其中《古诗》 (其一与其三)、曹丕《于谯

作诗》、庾阐《采药》以及《古歌杂体》 《古八变歌》 《艳歌》均属此例。 《古

诗》其一见载前代文献者分为三个句段,如表 2 所列:
表 2　 《古诗》其一分载于《文选》李善注

《文选·杂体诗三十首》 “丹

彩既已过, 敢不自雕饰” 李

善注

《文选·杂体诗三十首》

“橘柚在南国,因君为羽

翼”李善注

《文选·四愁诗》 “何

以 报 之 双 玉 盘 ” 李

善注

古诗曰:

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⑤

古诗曰:

人 傥 欲 我 知, 因 君 为

羽翼。⑥

古诗曰:

委身玉盘中, 历年冀

见食。⑦

在《选诗拾遗》中,这三个本无文献依据可证为同篇的句段被纂合为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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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 年,第 801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438 页。
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第 800 页。

 

丁福保已指出杨慎此条旨在补李善注谢灵运诗,但似未细绎此点,所以仍认为“‘江

淹’原作‘谢灵运’”(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 835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一,第 1456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一,第 1456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九,第 1357 页。



诗①,并且增入前此未见的“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一韵,全诗作:“橘

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

见食。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 人傥欲我知,因君为羽翼。”②此外,《古

诗》其三的末二韵“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 怅望欲何言,临风送怀

抱”③也不见于前代文献,“临风送怀抱”与前面诗句“日暮不盈抱”重韵,
令这一载录颇为可疑。

《选诗拾遗》载《于谯作诗》末韵“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④不见于

前代文献,应玚《公燕诗》 有一韵与此仿佛。 庾阐《采药》 情况更复杂,
《艺文类聚》引其前四韵⑤,末二韵“霞光焕藿靡,虹景照参差。 椿寿自有

极,槿花何用疑”⑥则不见于前代文献。 在《选诗拾遗》前后编成的《选诗

外编》和《五言律祖》中,杨慎同样收录此诗,却均只有前四韵⑦。 或可推

测如杨慎自叙所言,“为《选》之外编”后“又网罗放失,缀合丛残”⑧时得

到载有《采药》全篇的文献,所以重收此诗,这也说明《五言律祖》编纂在

《选诗拾遗》前。
《古歌杂体》始见于《艺文类聚》,但无末三韵“朱火扬烟雾,博山吐微

香。 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 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此三韵始见

《选诗拾遗》⑨。 此外,二书载录此诗的起首数句也颇有歧异,如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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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此诗虽然同样存在下文第三节探讨的篇章纂合情形,但因补缀一韵造成重韵的情

况较为特殊,而勾连未必相关的文本嵌套拼合的情况在第三节中有其他典型例子,
且本文开头申述所谓“篇章纂合的定型”是各个片段均见于前代文献的情况。 基于

这些考量,姑将此诗分析置于本节。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一。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二。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十二。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七,第 140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二十三。

 

杨慎编:《选诗外编》卷一,叶四十一。 杨慎:《五言律祖》后集卷一,王文才、万光治

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 5 册,第 571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序》,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 3 册,第 106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五。



表 3　 《艺文类聚》《选诗拾遗》所载《古歌杂体》比勘

《艺文类聚》 《选诗拾遗》

上金殿者,玉樽延贵客,入门黄金堂。①
上金殿,着玉樽。 延贵客,入金门。 入

金门,上金堂。②

《选诗拾遗》所载似是理校《艺文类聚》 “上金殿者玉樽延贵客入门黄金

堂”的结果,将“上金殿”一语意义坐实,配以“金门” “金堂”等词,反致句

意淆乱,上殿后又入门上堂。 实则“上金殿”为古歌辞习语,李善注江淹

《杂体诗三十首》引有“上金殿,酌玉樽”③。 逯钦立谓《艺文类聚》文本

“者”字为“著”之讹,甚确④,可推测《艺文类聚》句为“上金殿,著玉樽”
讹脱。 此诗自“东厨具肴膳”铺写寻常宴飨娱乐场景,似从“上金殿,着玉

樽”这一乐府程式复沓引出“玉樽延贵客”话题,“黄金堂”这类夸饰语词

也可与汉乐府“黄金为君门,璧玉为阑堂”⑤这类表述相印证。 因此,《选

诗拾遗》破开“入门”“金堂”的文本更显后人窜改痕迹。
《古八变歌》与此相似。 全篇作:“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 浮云多暮

色,似从崦嵫来。 枯桑鸣中林,纬络响空阶。 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 故

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⑥《太平御览》仅载前二韵。 《选诗拾遗》始见的后

三韵中,“翩翩飞蓬征”为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其三语,“怆怆

游子怀”化自班彪《北征赋》 “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故乡不可

见”为陈子昂、王维、李白诗中皆见的成语。 以上分别载录于《玉台新咏》
《文选》的先唐诗赋和唐代著名诗人诗作都与此诗有明显渊源,但明代以前

的注家论者却未曾提及此诗。 据此虽不能论定诗歌真伪,但足以说明其定

型于明代广续总集的事实,其发扬光大要到《诗纪》等影响深远的新编

总集。
《艳歌》相比《古八变歌》较少类似旁证,仅知后三韵最早见于《选诗

拾遗》,此前文本比较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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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七四,第 1279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五。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一,第 1456 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289 页。
沈约:《宋书》卷二一,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06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八。



表 4　 《太平御览》《选诗拾遗》所载《艳歌》比勘

《太平御览》 《选诗拾遗》

古艳诗曰:
今日乐上乐,相从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
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
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竿。①

艳歌
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
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
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
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②

《选诗拾遗》多出“步云衢”、改“琴”为“瑟”③,这两处文本别异都体现更

近体化的趋向,但也不能论定为后人改动,只是利用此诗文本研究汉乐府

时应保持谨慎。

三、纂合篇章的定型

上文所论补全篇章的定型通常是较之前代文献记载多出一到二韵,
整体变化有限。 在前述文献链条中还存在调整程度更大的操作,即纂合

不同诗歌片段成篇或不同诗歌篇目成组。 纂合与补全篇章主要属于文献

层面的操作,不同于第一节中部分情形有其文学立场。
《选诗拾遗》另载一首《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故把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

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④全篇句段皆见于前代文

献,其中《文选》李善注载有两韵:“古诗曰: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

头。”⑤《太平御览》载有剩余部分,但文字有所不同:“古乐府歌诗曰:秋
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入亦愁。 胡地多飚风,树木何萧萧。 离家日趣

远,衣带日趣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⑥这首乐府情况复杂,《太平

御览》所载句段本身可能也有割裂拼凑⑦,与之互见的乐府有曹操《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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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三九,第 2444 页。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十至十一。

 

“竿”“竽”的区别可能是出于合韵的改动,也可能只是字形相近造成改异,在此不

过多解读。
杨慎编:《选诗拾遗》卷一,叶八。 “故把”原文如此,“把”字应为“地”字形近而讹。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三,第 1090 页。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二五,第 118 页。

 

古乐府辞章的拼凑与分割现象可能来自乐工取诗合乐时随意裁剪合并的行为(详

参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汉魏六朝诗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7—26 页)。



塘上行》“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萧萧”①,《悲歌

行》古辞“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

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②。 同时,《悲歌行》古辞

的押韵特点显示它可能已经加工,结合李善注引古乐府歌“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及《古诗十九首》“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③来看,这些句

段都属典型的乐府程式。 《选诗拾遗》版本又改“萧”为“修”,应是后人

不知萧、愁古音同属幽部的妄改。 可见即便杨慎有文献来源,也不能证明

此诗确为汉诗原貌,但《选诗外编》所载定貌被《诗纪》沿用,形成一般认

知中的此诗今貌,让本就存在不同层次的汉乐府文本更加复杂。
除了句段纂合,还有组诗纂合。 如《选诗外编》将陈琳最早见于《艺

文类聚》人部游览目但原题仅为“诗曰”的两首诗编为《游览二首》④,且
其一末句“歔欷涕沾襟”作“歔欷涕沾巾”⑤。 《广文选》则题为《游览诗》,
《诗纪》诗题承袭《选诗外编》,并对异文作小字校语⑥。 广续总集相比新编

总集较少纂合前代文献所载句段的现象,因为前者编纂目的在于增广、接
续和补遗,不如后者有务求全备的要求,也就较少需要处理零散句段。

通代诗歌总集钩辑篇章也会纂合零碎句段,常见的是从不同前代文

献中辑出一篇的不同部分,再根据句段的相对位置拼合。 例如应玚《公

燕诗》,《艺文类聚》 和《初学记》 分引有堂、章、康、觞和方、堂、章、康四

韵⑦,《诗纪》以堂、章、康三韵为标准,纂合成方、堂、章、康、觞五韵。 又如

《诗纪》的刘孝仪《行过康王故第苑》以《初学记》所载录为底本,据《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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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沈约:《宋书》卷二一,第 613 页。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六二,中华书局,1979 年,第 898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九,第 1343 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八,第 501 页。 杨慎:《选诗外编》卷一,叶十

九。

 

“襟”“巾”古韵不同部,前者在侵部,收-m 尾,后者在文部,收-n 尾。 这一差异可

能因为两种表述都较常见,易致混讹;但也要在宋代以后受语音演变影响才会产

生,可见此处面貌的歧异与定型应相当晚。

 

刘节编:《广文选》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97 册,第 632 页。 冯惟讷辑:
《诗纪》卷十六,叶一。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三九,第 714 页。 徐坚等:《初学记》卷十四,日
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刊本(索书号:
403·51),叶七。



英华》补足末句①。 较复杂的例子如王俭《侍皇太子释奠宴诗》,《艺文类

聚》和《初学记》各引十一韵②,详见表 5:
表 5　 《侍皇太子释奠宴诗》分载于《艺文类聚》《初学记》的韵段

《艺文类聚》 端、安、澜、寒 诱、寿、久、友 旦、汉、赞

《初学记》 端、安、澜、寒 馆、汉、赞 与、序、誉、楚

可见全诗应为规整的四个韵段各八句,以两书皆引的寒、翰二部韵段为参

照系,将有、语二部韵段分别嵌入。 但翰部韵段内“三兆戒辰,八鸾警旦”
和“风动蒿宫,云栖参馆”的相对位置并无文献依据可以确定,《诗纪》排

布四韵位置为旦、馆、汉、赞③。 但“三兆”“八鸾”分别是占卜之事和天子

车驾鸾铃,也可认为对应“礼迈仁周,乐超英汉”的礼乐之事,因此馆、旦、
汉、赞的次序未尝不可,即先铺写宫内风云的大景象,再写入礼乐之事的

细节。 但自从《诗纪》如此纂合,此诗的面貌就定型并沿袭至今。
根据句段间相对位置纂合全篇,可能导致次序参错,这种现象并不罕

见。 如曹丕《孟津诗》,《艺文类聚》卷二八、卷七三分别引娱、竽、舒、都和

娱、区韵,《初学记》卷十四引娱、衢、区三韵④,则衢、区二韵和竽、舒、都三

韵的位置难以确知,甚至二者可能参错嵌插,《诗纪》 排布成衢、区、竽、
舒、都的定貌⑤,只是权宜之计。 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在《艺

文类聚》和《初学记》中仅有“物以时序,情以化宣”一个共有句段,《艺文

类聚》载录此句及前七韵,《初学记》 除此句及后两韵外,尚记载此句前

“修罾洒鳞,大庖妙馔”一韵,其位置难以确定,《诗纪》直接将其放在共有

句段前一韵⑥。 其他如陆机《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晖、绥二韵,
张载《霖雨诗》秘韵,潘尼《皇太子集应令诗》春韵,萧衍《藉田诗》夭、杪、
少三韵,沈约《侍皇太子释奠宴诗》榭、驾、舍三韵,位置均不可确知,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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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惟讷辑:《诗纪》卷八七,叶十八至十九。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三八,第 696 页。 徐坚等:《初学记》卷十四,叶
三。

 

冯惟讷辑:《诗纪》卷五六,叶五。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八、卷七三,第 500、1258 页。 徐坚等:《初学

记》卷十四,叶六。

 

冯惟讷辑:《诗纪》卷十二,叶九。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四,第 64 页。 徐坚等:《初学记》卷十四,叶六。
冯惟讷辑:《诗纪》卷二三,叶十至十一。



实皆定型于《诗纪》。 前人也注意到这种篇章纂合的问题,如冯舒评论

《诗纪》处理《藉田诗》的做法:“《艺文》止八句,至‘岁薄礼节少’止。 《初

学》有‘公卿秉耒耜’四句,而无‘仁化洽孩虫’等六句。 未知此六句竟在

何所? 不得以意连属也。”①逯钦立则认为 “ 拼凑逸文为一篇实无不

可”②,否定冯舒之说。 冯舒所谓“不得以意连属”是就诗作真实面貌立

论,逯钦立从全集编纂的角度认为“实无不可”,二者各有立场,并无一定

是非。
这种编纂中的权宜之计有其极限,如沈约《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

宴诗二首》,逯钦立认为“《类聚》《初学记》所引殆为一篇之佚文”③,由于

二书所引同题诗无重合句段,甚至并无同一韵部的句子,难以断定确出一

篇,仅能根据这类释奠宴诗规整的四韵一转体式判断第一首或少支韵

二句。

四、全篇始见的定型

在现存文献条件下,部分先唐诗歌全篇最早由明人辑存,由于时代相

距甚远,这部分诗作的真实性似乎颇为可疑。 但整体来看,其中一些应有

上源文献,并非明人凭空伪造。 例如杨慎《风雅逸篇》收录《王子思归歌》
一诗,小字题注表明辑自《怨录》,并有题序“楚之王子,质于秦作”④,《诗

纪》与《古诗类苑》存录时沿袭。 《怨录》此书已不可确考,但此诗在杨慎

《均藻》也有存目,并称其“中载楚公子为质于秦,作歌曰”⑤。 文本参错

互见,一定程度上应可视为杨慎所编广续前代总集辑录的诗歌有文献来

源的证据。
最早见于明代广续总集的诗作主要来自郑玄抚本《玉台新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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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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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冯舒:《诗纪匡谬》,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 4323 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530 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29 页。

 

杨慎:《风雅逸篇》卷五,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 5 册,第 137 页。

 

杨慎:《均藻》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77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107
页。 逯钦立将《风雅逸篇》原序改为“楚公子为质于秦,作歌曰” (逯钦立辑校:《先

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2749 页),虽注明出自《古诗类苑》,但《古诗类苑》所载序

(张之象编,[日]中岛敏夫整理:《古诗类苑》卷九七,第 272 页),实与《风雅逸篇》
同,逯钦立似是据《均藻》所载序拼合《风雅逸篇》所载诗。



是郑本所载“溢出诗”十四首①以及郑玄抚《续玉台新咏》所收十一首,后
者分别是吴思玄《闺怨》、吴尚野《咏邻女楼上弹琴》、王容《大堤女》、王
德《春词》、周南《晚妆》、陈少女《寄夫》、李月素《赠情人》、罗爱爱《闺

思》、秦玉鸾《忆情人》、苏蝉翼《因故人归作》、张碧兰《寄阮郎》。
从逻辑上来说,今存始见于明代文献的诗作或许钩辑自前代文献,第

二节脚注中提及的萧绎《登城观战》也说明该推断存在一定例证。 但只

要所谓“前代文献”并非可靠的先唐文献,那么有更早的来源并不能证实

这些作品确为先唐诗歌,郑本“溢出诗”就不无可议之处。 如江淹《征怨》
山、删韵混用,作为“山删必不可混”②的南朝诗就很可疑。 此诗全篇律句

且符合对式律,《咏美人春游》仅有“不知谁家子”一句律化程度稍低,而
江淹并非永明新体作者③,除此两首诗外的整体创作都不合永明声律,更
再无如此符合近体诗律的作品,所以这两首诗似有唐以后人托名的可能。
另外,《咏美人春游》中“明珠点绛唇”被认为是词调《点绛唇》的来源,但
此说始自杨慎曰:“此诗见《文通外集》。 点绛唇,后人以为曲名,以此知

是诗脍炙人口久矣。”④而萧衍《子夜四时歌·冬歌》其四“一年漏将尽,
万里人未归”则被认为是戴叔伦“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之由来,其说

始自徐 与胡震亨⑤,二人基本同时。 这种与稍晚时代著名诗词的渊源

本应相当引人注目,但在明代中期以前却无人提出,也使得这两首诗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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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溢出诗”概念出自鲍功瀚《郑玄抚刻本〈玉台新咏〉 “溢出诗”考论》 (《文学遗产》
2020 年第 5 期,第 37—43 页),十四首分别是范云《闺思》《送别》,江淹《征怨》 《咏

美人春游》,梁武帝《春歌四首》其四,《冬歌四首》其二、其四,梁简文帝《金闺思二

首》,王台卿《陌上桑四首》,萧悫《秋思》(论述见前)。

 

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王力全集》第 19 卷,中华书局,
2015 年,第 37 页。

 

如冯班指出:“齐时如江文通诗不用声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诗仍是太康、元嘉

旧体,若直言齐梁诸公,则混然矣。”(冯班撰,何焯评,李鹏点校:《钝吟杂录》卷五,
中华书局,2013 年,第 82 页)

 

杨慎:《升庵诗话》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 705 页。

 

徐 《徐氏笔精》卷二曰:“唐诗往往蹈袭六朝人语句,戴叔伦‘一年将尽夜,万里未

归人’则梁武帝‘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也。”(《丛书集成续编》第 17 册,新文丰

出版公司,1989 年,第 441 页)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称:“戴句元出梁简文‘一

年夜将尽,万里人未归’。 但颠倒用之,而字无一易。”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第 109 页)胡震亨此处搞错作者,窜改原句,可说明他与徐 应无继承关系。



实性较为可疑。 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利用这组诗需谨慎,即使它们可能

有唐宋旧本渊源,可信度却并未因此提高;另一方面,这种晚出的诗史系

联也说明这部分诗歌在明代才定型并发挥影响。 这种定型是从明代广续

总集开始,经由《六朝诗汇》《诗纪》诸多新编总集扩大影响,例如《诗纪》
在萧衍《子夜四时歌·冬歌》其二下有小字题注“《乐府》所载古辞一首与

此小异”①,实则《乐府诗集》并无与此小异的乐府古辞,《诗纪》中颇有这

类“引证”前代总集标榜自己校录谨严的小字注②。 这类文献记载的层

累,让始见于明代的先唐诗歌逐渐抬升其可信度。
至于《续玉台新咏》所收十一首诗,其作者不像“溢出诗”作者那样相

对著名,南北朝文献中似无可以参证的记载。 这些姓名并不生僻,很难断

定后代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同名者就是他们。 就此而言,当然可以用“孤

证不立”的理由质疑这些诗作,因为它们作为“先唐诗歌”的性质都由单

一文献确定。 但由于不存在其他可供质疑的文本与文献信息,“孤证不

立”的另一面就是“孤证难疑”。 因此,如果全面检理现存文献载录的“先

唐诗歌”,就只能暂且将其也归入。 可见这部分作品既非常典型地体现

先唐诗歌在明代的“定型”,也显示出这种定型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下节

将详论此点)。
其他在现存文献条件下可认为始见于《诗纪》的有署名庐山诸道人

的《游石门诗并序》、署名庐山诸沙弥的《观化决疑》 诗和沸大的《媱泆

曲》《委靡辞》。 《诗纪》沸大诗下有小字题注“见《禅藻集》”③,当指杨慎

所编《禅藻集》,今佚。 庐山两僧诗从引用书目推测或出自同样已佚的

《释氏古诗》,此书仅见藏天一阁和绛云楼④,或是明人所编僧诗总集。 这

可证《诗纪》的文献条件确与今天相去不远,所载诗歌基本能找到已知上

源文献,既无部分句段始见于《诗纪》的篇章,也无严格意义上全篇始见

于《诗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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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冯惟讷辑:《诗纪》卷六四,叶四。

 

如《诗纪》载萧衍《白纻辞二首》小字题注:“《艺文》 《乐府》作简文帝,今从《玉台》
作武帝。”(冯惟讷辑:《诗纪》卷六四,叶六)实则《艺文类聚》无此诗,《乐府诗集》
则作梁武帝,可见不能盲从《诗纪》校语。

 

冯惟讷辑:《诗纪》卷一二八,叶六。

 

范邦甸等撰,江曦、李婧点校:《天一阁书目
 

天一阁碑目》卷三、四,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 年,第 307、422 页。 钱谦益撰,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卷三,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第 35 册,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75 页。



其他始见于明代文献的先唐诗歌有黄省曾南游会稽偶得旧写本中的

谢灵运诗十三首①,这是少数定型于明编别集的例子。 又如《休洗红》其

二:“休洗红,洗多红在水。 新红裁作衣,旧红番作里。 回黄转绿无定期,
世事反覆君所知。”最早见于《升庵诗话》,杨慎自云“于蜀栈古壁见无名

氏号砚沼者书古乐府一首”②。 谢庄《怀园引》 《山夜忧》 《瑞雪咏》 《长笛

弄》最早见于《戏鸿堂帖》,这是始见于明代书法文献。 史万岁《石城山》
最早见于《寰宇通志》③,《诗纪》来源应是据此修成的《明一统志》,这是

定型于明编地理总志。
明代文献编纂中类似的定型现象还如庾信《七夕》一诗,《玉台新咏》

赵均覆宋本始讹入庾信名下,清代随吴兆宜、纪昀校注渐有影响④,堪称

第二期定型的余波,但影响有限。 侯夫人名下五题八首诗最早见于《迷

楼记》,此书被四库馆臣断为宋人依托之作⑤,因此这八首诗也值得怀疑。
《诗纪》嘉靖本附于炀帝后⑥,似认为并不可信。 和八首诗一同附录的虞

世南《应诏嘲司花女》甚至没有列在目录,应是为避免与之后正式载录的

虞世南诗重复,也可见姑妄附之的用意。 吴琯校订万历本将其打散⑦,原
有从属关系的二级目录平整为一级目录,导致有意存留的“疑伪” 信息

消失。

五、定型的原因与意义

所谓“先唐诗歌”并非均质的文本群,它们分别见载于不同时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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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兴陆:《关于谢灵运诗歌的文献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第 83—88 页。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 869 页。
彭时等纂修:《寰宇通志》卷六二,天津图书馆藏明景泰刻本(索书号:Z140),叶二。
按,李思成认为《寰宇通志》史料来源多为《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李思成:《〈寰宇

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文献》2024 年第 2 期,第 33—45 页)。 因此,不
排除史万岁《石城山》一诗存在更早的前代文献来源。

 

学界一般认为旧题纪容舒撰的《玉台新咏考异》当为纪昀所作(详参隽雪艳:《〈玉

台新咏考异〉为纪昀所作》,《文史》第 26 辑,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66 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216 页。

 

冯惟讷辑:《诗纪》卷一二〇,叶二十至二十一。

 

《应诏嘲司花女》附于《诗纪》万历本卷一三四虞世南诗末,侯夫人诗移入万历本卷

一三八。 《诗纪》 版本详参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第 91—92
页。



同性质的文献,不同的来源会影响它们的面貌甚至研究者对其年代的判

断。 搜罗全备的诗歌总集固然方便相关研究的资料使用,但也因自身辑

录而成的性质,遮蔽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信息。 因此,梳理先唐诗歌的定型

路径是考察年代与利用它们的必要基础。
明代是今存先唐文学文献大规模编纂和刊刻的时期,大量先唐诗歌

得以汇纂刊刻,它们各自的上源文献存佚又难以确考,导致不同性质的诗

歌被压缩到同一平面。 在这种背景下,文献批判工作极为必要。 必须说

明的是,本文所谓“定型于明代”,是基于现存文献条件的判断,并未否认

存在前代文献来源的可能(如前文所言《石城山》一诗)。
先唐诗歌在明代形成规模化的定型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一时期

文学复古风气下相关总集的编纂。 从广续前代总集到新编通代总集,先
唐诗歌在暗含秩序的文献编纂中得以汇集。 对前代经典总集的增广续补

是这一文献链条的早期环节,钩稽汇纂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当上源文献

今不可知,广续前代总集就成为事实上的文献源头。 这是先唐诗歌在明

代定型的最显著原因,前文所述补全篇章和全篇始见的定型都属此例。
这一原因又可区别看待,总集的钩沉一方面辑存没有更早来源的先唐诗

歌,另一方面也将部分年代可疑的文本固定为先唐诗歌。 本文第四节对

“溢出诗”的考辨已表明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明编总集实际上对判断

这部分诗歌的年代具有决定意义。
明编先唐诗歌总集最初旨在广续前代经典总集,编者会围绕总集类

目扩充来源,增广先唐诗歌的谱系,务求总集编纂的全备。 《石鼓诗》、张
衡《定情歌》、桓麟《答客诗》、江总《芳树》等都属这条定型路径的典型例

子,可见前述文本信息的定型基本都出于这个原因。 除了编纂总集时的

有意增广,总集本身的固有体例也造成事实上的定型。 最典型的例子即

纂合篇章的定型中互见韵段被拼成“完整”诗歌,这种拼合基于总集编纂

的体例,避免重复收录造成冗赘,有其实际意义,但也不应忽视客观上起

到的定型作用。 这两种因编纂操作造成定型的情况尚属无可厚非,但如

前文提及的侯夫人诗与虞世南《应诏嘲司花女》,则因更改总集体例而被

抹去原有的“疑伪”信息。 上源文献今存,不会影响这些诗歌的年代判

断;但若源头文献散佚,这种体例变动无疑会有极大影响。
钩沉补遗与编纂循例这两种定型原因,主要发生在年代较早的广续

前代总集中,它们造成的定型作用,还依靠年代稍晚但影响更大的通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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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来进一步发挥。 广续前代总集与新编通代总集间的文献递承关系,是
先唐诗歌在明代定型的结构性原因。 无论何种定型,最后都通过各种广

续经典总集的文献,汇聚于通代总集《古诗类苑》《诗纪》等中。 由于后者

影响极大,原本性质各异的先唐诗歌被统一接受。 无论是整体的钩沉还

是部分的纂合,都被具有总结性质的通代总集抹去操作痕迹。 当前述部

分诗歌有片段见于更早文献,或许更易被人用以证成全篇的可靠性。 明

编总集汇纂先唐诗歌本身务求全备,但广续前代总集和新编通代总集的

编纂意旨有所不同,二者之间递承沿袭的文献链条就会遮蔽一些文献信

息,并扩大定型作用的影响。 因此,总集文献的编纂不仅汇聚和总结文本

流传中产生的变异,本身也参与文本定型的过程,这就需要更加谨慎和细

致地对待任何汇编文献。
综上所述,深入讨论先唐诗歌在明代定型问题,会导向对明代诗学文

献性质、地位与谱系的思考。 前文论述的相当部分诗歌出自杨慎编纂的

各类总集以及郑玄抚本《玉台新咏》,说明它们在先唐诗歌的明代定型过

程中具有关键的中介地位。 厘清这些内容,对于深入研究明代文学文献

也极为重要。 同时,这些文献对先唐诗歌作者、文体、诗题等的处理,也折

射出背后的文学观念与立场。 剥离出明代定型的先唐诗歌,不仅可以梳

理定型的形成路径,还能从现存的文献原点推测其上源文献,例如前文曾

推测僧诗来自《释氏古诗》。 继续辨析每首诗的文献脉络,深挖今存先唐

诗歌中沉淀的历代知识的结构,也是续补重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

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所论八十余首诗歌虽然数量可观,但相比今存先唐诗歌总数尚

未到动摇文献基础的地步。 不过,它们并非平均分布在历代诗歌中,而是

集中于汉晋诗和梁诗。 在数量有限的汉代古诗乐府中,相当一部分不见

于宋代以前可靠文献的作品之年代值得怀疑。 尤其在讨论汉代下层文人

创作时,对作者常署为无名氏的《古歌》等诗的使用及价值判断就应谨

慎。 文中述及的梁诗都属于典型的梁陈工丽诗风作品,传统诗史叙述中

梁陈诗风绮靡艳丽已是定论,由此也应反思定型于明代的这些诗歌究竟

是佐证上述判断的真实梁诗,还是既定诗史观念下后人层累增补而造成

的偏差。 类似情况还如女性诗、宴飨诗、僧诗、附录别集中的赠诗等。
这些作品也会对近世诗论的构建提出新解。 例如前文指出《选诗外

编》《选诗拾遗》中定型的诗歌多被《广文选》“杂诗”一类收录,包括蔡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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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鸟》、孙绰《秋日》这些似乎与《文选》 “杂诗” 分类相去较远的诗作。
与其说是刘节发展《文选》的分类观,毋宁说是他不舍得这几首难得见到

全貌的作品,这就从文学观念问题转为文献编纂问题。 除了群体作品,这
部分诗作也有一些明清诗论颇为关注的经典篇章,诸如《石鼓诗》 《古

诗·步出上东门》、蔡邕《翠鸟》、王籍《入若耶溪》,都涉及诗歌史的关键

节点,还值得详加探究①。
总而言之,先唐诗歌在明代的定型过程基本为:时间较早的广续前代

总集保存了部分今天不见上源的先唐诗歌,也通过旨在扩充早期诗歌谱

系的编纂行为钩沉部分先唐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又造成部分先唐诗歌

文本面貌的定型。 广续前代总集和其后新编通代总集之间的文献递承链

条使得经由以上种种操作定型的先唐诗歌,在进一步发挥影响的同时,也
被遮蔽去重要的文献信息。 梳理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些先

唐诗歌的性质,也能由此辨析明代诗学文献的性质、地位与谱系,进一步

反思基于这些先唐诗歌文本和明代诗学文献的诗史、诗论判断。

本文草成初稿后,曾蒙王翊、黄汉二兄指正,修改阶段又得匿名外审

专家赐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魏珞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

五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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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参魏珞宁:《后起的蔡邕与文人诗“前史”的成立》,《浙江学刊》2023 年第 5 期,第
211—218 页。


